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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9年 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尊重消费者选择权，确保跨平台互联互通和互操作”；
2021年 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倡导公平竞争、包容发展、开放创新，平台应
依法依规有序推进生态开放，按照统一规则公平对外提供服务，不得恶意不兼容，或设置不合理的程序要求”。本文通讯作者：虎靖杰。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但与此同时，

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频繁实施屏蔽网址链接、关闭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不兼容产品或服务等封禁

行为。对此，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提出“确保跨平台互

联互通和互操作”“依法依规有序推进平台生态开

放”等决策部署①。从目前情况看，互联网平台封禁行

为（简称“平台封禁行为”）仍未得到全面有效规制。

推动形成更加健康多元的平台互联互通生态，促进

互联网行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亟需深入把握平台

封禁行为的发生机理，进一步加强对平台封禁行为

的法律规制。

一、聚焦流量：平台封禁行为的表象与机理

（一）平台封禁行为的表现形式

所谓封禁，从字面来理解，有禁止、查封或者封

闭禁锢之意。在很多语境中，封禁与权力特别是行

政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例如，行政主管机关对劣

迹艺人的封禁，对违规主播账号的封禁，等等。近年

来见诸媒体报道的封禁，频频指向互联网平台企业

之间的屏蔽、封杀、不兼容现象。例如，QQ 单方面对

360 安全卫士实施产品不兼容，淘宝封禁百度的搜

索引擎爬虫，微信禁止淘宝、支付宝、抖音短视频等

网址链接的分享，微信关闭钉钉、飞书等产品的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API），腾讯应用宝下架多闪，华为手

机应用商店下架腾讯游戏，抖音要求用户删除个人

主页资料中的微信联系方式，抖音直播禁止有关第

三方商品链接等等。实际上，所谓平台封禁行为，更

多是人们对一系列现象或行为的描述、概称，尚未成

为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然而，无论平台封禁行为的

表现形式有何差异，其都与平台企业的流量争夺相

关。而所谓“流量”，是用以描述访问一个平台（网站）

或者 APP 的用户数量以及用户所浏览的网页数量、

内容等指标，即网络用户访问网络服务时产生的数

据交互量。可见，互联网平台流量争夺的本质，是对

网络用户及相关数据的争夺。

（二）平台封禁行为的发生机理

互联网平台是平台经济的主要载体。与传统经

济相比，互联网平台具有双边用户的需求互补性、网

络外部性、价格结构非中性、从渠道模式到平台模式

等特征（吴汉洪、刘雅甜，2018）。同时，不同于传统企

业侧重于价格、产量方面的竞争，平台企业更加重视数

据、算法、算力、质量、创新、用户注意力等方面的竞争，

且通常以实现和巩固多边架构、规模效应、范围经济、

网络效应、平台生态为导向，并呈现出投资活跃、并

购频繁、创新密集、动态循环、赢者通吃等特点。

尽管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诸多新维度、新

特点，但其竞争的底层逻辑始终没有脱离“流量获取

（吸引并圈占用户及其数据）→流量分发（留存用户

并使其持续交互）→流量变现（用户为满足需求而付

费）”。基于此，无论平台封禁行为的表现形式如何，

其发生机理都可以被归结为平台企业之间与流量获

取、流量分发、流量变现相关的封锁或妨碍行为。也

就是说，不同平台企业在流量获取、流量分发、流量

变现方面的非对称能力以及利益冲突，是屏蔽网址

链接、关闭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不兼容产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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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优待等封禁行为频频发生的根本诱因。毋庸讳言，

这些行为与网络平台、信息产品互联互通的内在需

求以及相关监管要求存在冲突。例如，在美国监管

法中，互联互通作为电信基础业务及其相关增值业

务（互联网服务）的一项规范要求，直接被定义为“两

个或更多的网络连接起来，相互交换流量”。实际上，

有经济学研究表明，互联互通（互操作）能够提高平

台企业利润和社会整体福利，平台企业之间具有互

联互通的内在激励（纪汉霖、王小芳，2007）。但是，这

通常是就对称性平台而言的。如果平台企业在流量

获取、流量分发、流量变现等方面存在非对称能力，

互联互通就很可能抵消强势平台的流量优势（包括

用户规模、数据规模等优势），从而削弱强势平台进

行互联互通的内在激励。

进一步看，任何平台企业都希望拥有完善的闭

环生态，即在流量获取、流量分发、流量变现等环节

构筑起全方位优势。但是，现实中几乎每个平台企

业都存在某些环节的流量痛点和焦虑。由于不同类

型的平台企业在流量获取、分发、变现方面各有优势

和劣势，封禁行为的驱动因素、发生环节和表现形式

也就有所不同。

首先，诸如微信、QQ、Facebook、Whatsapp、Linkedin

等社交媒体类平台，具有得天独厚的流量获取优势，

且其流量体量最大，用户粘性也最强。因为人是社交

动物，而社交产品是人际关系在网络空间的迁移、延

展和重构。人们一旦进入到这样的社交网络，在日常

学习、工作、生活中对其形成依赖，只会加速嵌入其

中。此时，与社交媒体类平台紧密关联的封禁行为，

主要表现为流量获取方面的封锁和妨碍。也就是说，

社交媒体类平台对网址链接的屏蔽、关闭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API）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绝为其他

平台的产品或服务导流，即拒绝共享自己量大质优

的流量和数据。实际上，多年来阿里巴巴（淘宝、天

猫）垂涎微信生态的流量而不得，拼多多却凭借腾讯

对其的股权投资关系以及微信生态内的公众号、小

程序和社交裂变，以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成本获

得较高的流量，从而在国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

的竞争中异军突起。

其次，诸如百度、今日头条、Google、Apple Store

等信息和搜索类平台，具有突出的流量分发能力。因为

流量的高效分发和匹配依赖大数据、云计算、算法等基

础技术的支撑，而这通常是该类平台企业的优势所在。

此时，与信息和搜索类平台紧密关联的封禁行为，主要

表现为流量分发方面的封锁、降维或劣待。例如，

Google 基于自己在通用搜索引擎流量分发上的优

势，在搜索结果中偏袒自己的比较购物服务，加大对

自身比较购物服务的引流和曝光，同时劣待竞争对

手的比较购物服务，限制其流量和展示位置（刘单

单，2022）。再如，人人诉百度案中，人人公司称由于

其降低了对百度搜索竞价排名的投入，被告百度公

司即对其所经营的全民医药网进行了全面屏蔽，从

而导致全民医药网访问量的大幅度降低。

再次，诸如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美团、滴滴

打车、Amazon、Uber 等网络销售和生活服务类平台，

具有无可比拟的流量变现优势。因为这类平台本身

就是线上交易场所，可以高效匹配买卖需求；平台各

边的用户不仅不排斥价格和收费，反而围绕价格等

交易条件展开互动。同时，这些平台的变现手段相对

更多，除了传统的广告费，还包括交易服务费、增值

服务费、金融服务费等。此时，与网络销售和生活服

务类平台紧密关联的封禁行为，主要表现为流量变

现方面的封锁、妨碍或劣待。例如，一些网购和外卖

平台对不遵守其服务政策（如“二选一”政策———本

质上是一种流量分配政策）的商户，采取屏蔽店铺、

下架商品、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

金、提高服务费、缩小配送范围等实质性封禁行为

（卢均晓，2020）。

最后，诸如抖音、快手等内容娱乐类平台，虽然

目前在流量获取、分发、变现能力上，相较于上述三

类平台略有不及，但不可否认，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内

容娱乐类平台的强势崛起，对其形成了很强的替代

效应。以抖音为例，其在国内的日活跃用户已超 7

亿，优质的用户生成内容，加上单列沉浸式的内容消

费路径，使用户形成操作性条件反射和耳虫效应，拉

长使用时长乃至陷入沉迷，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微信

的自然流量和用户粘性优势；同时，“视频 + 算法”的

分发模式，撼动了“图文 + 搜索”时代百度作为通用

搜索引擎的强势入口地位；此外，以直播营销为代表

的抖音电商，深刻改变传统电商的利益格局和变现

渠道。基于此，有研究认为，在视频社会化趋势下，短

视频平台将成为 5G 时代的基础设施和“超级 APP”。

如此一来，与短视频等内容娱乐类平台紧密相关的

封禁行为，可能呈现出更复杂的样态，发生在流量获

取、流量分发、流量变现的各个环节。

二、破与不破：平台封禁行为的合理性考量

尽管“封禁”一词略带贬义色彩，但以上事实和

机理层面的考量，并未预设行为的是与非、好与坏。

平台封禁行为的表现形式多样，经济效果复杂，如何

对其作出评价并采取适当的政策立场和规制举措，

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譬如，在流量获取和交换

方面，对于头部社交媒体类平台实施屏蔽网址链接、

关闭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等封禁行为，该等行为

合理还是不合理，是否有必要对相关社交媒体类平

台施加诸如开放生态、互联互通、强制交易等义务，

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的发生机理和规制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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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争议。

（一）平台封禁行为的合理性

屏蔽网址链接、关闭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等

封禁行为，从发生机理上看，是源于拒绝与其他平台

共享流量和数据，即拒绝共享自身竞争优势，不一定

就是“坏”行为。其中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1）平台企业对自己搭建的平台享有自主管理

和经营的权利，采取何种平台规则，设置何种网址链

接管理规范，实行 API 闭源还是开源政策，是平台自

治的范畴，政府监管应审慎介入。（2）头部大型平台

企业积聚的流量、数据等核心资产和战略性资源，并

非一蹴而就，而是付出了大量成本和代价。如果因为

平台规模大，就强制其无条件开放，可能会挫伤平台

利益乃至整个市场的投资和创新积极性。（3）在流量

和数据产权界定、交易流通、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不

完善的情况下，屏蔽网址链接、关闭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API）等封禁措施不失为一种自卫手段，有助于防

止搭便车行为。换言之，即便要开放生态和提供交

易，也应当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合约基础上，不能成为

一种强迫或者免费的开放行为。（4）安全是网络生态

有序运转的底线，无界限地开放平台生态可能会增

加隐私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的隐患，甚至会威胁经

济安全和国家安全。（5）不同于功能和业务类似的电

信巨头（电信基础业务）之间的互联互通，作为重叠

在电信基础业务之上的增值业务，互联网平台企业

的业务领域和产品功能差异较大，要在其之间实现

互联互通更为复杂，可能面临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

性、公平公正性、配合协调性等诸方面的障碍。换言

之，并非所有的互联网平台及其种类繁多的产品、业

务都适合互联互通，即便要实现平台互联互通，也应

当建立在审慎区分不同平台类型、产品功能、业务场

景的基础之上。

（二）平台封禁行为的不合理性

屏蔽网址链接、关闭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等

封禁行为也不总是具有合理性，拆除互联网平台服

务中各种显性、隐性的“围墙”，亦具有积极意义：（1）

互联网，顾名思义，其本质是“互联”。互联互通即流

量（数据）的交换，不仅是互联网行业的内在基因，而

且是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数据流、信息流的

自由有序流动，是形塑以分享、平等、协作、普惠、创

新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精神的关键所在。（2）互联网是

数字时代最主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当前许多头部大

型平台已然占据着信息、内容、交易等重要通道，成

为互联网的核心节点，具有“中介基础设施”或“强制

性瓶颈”的属性，因此具有对其所负载的资源保持开

放、公正、中立的基本义务（赵鹏，2021）。“围墙”的出

现，实际上是对互联网所代表的公共性利益的漠视。

（3）不排除屏蔽网址链接、关闭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等封禁行为，是互联网平台的垄断化策略，即

借助自身垄断性流量优势，提高外链显示和端口对

接的技术门槛，以选择性导流达到妨碍和限制竞争

的目的，或者将其垄断地位扩张到其他领域，意图实

现其商业利润最大化。换言之，“围墙”的存在，或许

保护的只是少数头部企业的垄断性利益。（4）封禁行

为还会对消费者利益、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整体经济

的创新活力构成威胁。拆除“围墙”的受益者首先是

广大消费者，因为平台对网址链接的屏蔽增加了消

费者的操作成本和时间成本，对呈现内容的歧视减

少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的阻塞妨碍了消费者跨平台切换服务以及对个人数

据或信息予以携转。同时，拆除“围墙”是进一步激发

市场经营主体活力的关键举措，有助于中小微企业

整合利用外部资源要素，全面统筹经营、降本增效，

使其获得平等的竞争舞台，更大程度地促进整体经

济的创新活力。（5）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当前我国

互联网行业（平台经济）发展面临流量红利退潮、后

续增长乏力的困局，打破数据信息孤岛、开放平台生

态，让一个个封闭的“流量池”变成活跃奔涌的大江

大河，是化解困局的关键所在。尽管拆除“围墙”可能

会给某些头部企业带来阵痛，但只有形成更加健康

多元的平台互联互通生态，互联网行业发展才能迎

来下一波红利。

三、监管方略：平台封禁行为的规制思路
平台封禁行为既具有合理性因素，也具有不合理

性成分；既不能对其放任不管，任凭平台之间“围墙”林

立，也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不加区分地制止所有

封禁行为或者对平台一概地施加开放互联义务。

（一）政策取向和战略目标

实际上，将屏蔽网址链接、关闭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API）、不兼容产品、自我优待等封禁行为纳入监

管，拆除网络服务中不合理的“围墙”，更大程度地实

现互联网平台之间非歧视地开放与互联，是我国对

平台经济领域的政策取向和战略目标。例如，2019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尊重消费者选择

权，确保跨平台互联互通和互操作”。再如，2021 年 2

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

反垄断指南》，把“在平台规则、算法、技术、流量分配

等方面设置不合理的限制和障碍，使交易相对人难

以开展交易”等情形列为执法的重点关注。又如，

2021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倡导公平竞争、包容发展、

开放创新，平台应依法依规有序推进生态开放，按照

统一规则公平对外提供服务，不得恶意不兼容，或设

置不合理的程序要求”等部署。为此，工信部还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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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各大互联网平台

站在促进互联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务实推动

即时通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的问题分步骤、

分阶段解决，以实现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然而，从

实际情况看，平台间链接屏蔽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

性解决，互联互通还存在许多具体如何落实的问题，

有待进一步推进。

（二）平台封禁行为的监管理念与路径

切实推动平台互联互通，落实落细上述政策要

求，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制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的理

念、路径、技术等监管方略。

就监管理念而言，应当秉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

展并重的态度，即在深入调研和理性辨别不同平台

类型及其产品功能、业务场景、生态体系、流量逻辑、

用户需求、运营机制、竞争特点、演变规律、行业惯例

的基础上，充分评估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关闭应用程

序编程接口（API）、不兼容产品等封禁行为的技术可

行性、经济合理性、公平公正性、配合协调性。同时坚

持系统观念、分类施策、精准监管，统筹发展和规范、

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创新和安全等多元目标，

统筹发挥平台自治、平台间共治、政府监管、私人诉

讼、公益诉讼、社会监督等各方作用，以切实提高对

封禁行为的治理实效，推动形成更加健康多元的平

台互联互通生态，促进互联网行业高质量发展。

就监管路径而言，我国目前已有多部法律法规

为平台封禁行为的规制暨平台互联互通的治理提供

了依据，参见表 1。

除了上述规制路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

序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也具有适用于平台封

禁行为的基础。由此可见，平台封禁行为在违法属性

上具有多元属性，既可能构成排除、限制竞争或者剥

削交易相对人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也可能构

成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还可能构成妨碍网络交易秩序或

者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秩序，以及损害消费者权益

或者个人信息权益的违法行为。

（三）平台封禁行为的类型区分及其规范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所谓封禁行为更多是对一系列

现象的粗略描述和概称，并非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

念。不论依据上述何种法律法规对平台封禁行为作

出调整，都有必要首先区分平台封禁行为的类型并

理解其规范意义，因为不同的行为类型蕴含着不同

的损害效果、违法性特征和规制重点。

1.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可将封禁行为分为具

有显著市场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实施的封禁行为和不

具有显著市场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实施的封禁行为。

这种分类的规范意义在于，具有显著市场地位特别

是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守门人”地位的平台经营者，

由于其占据着信息、内容、交易的重要入口和通道，

很大程度上是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无可回避的交易

对象，因此不仅具有排斥互联互通的动机，而且一旦

实施封禁行为，可能对整个市场造成结构性损害。相

反，不具有显著市场地位的平台经营者，由于其无法

左右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且通常支持平台之间的互

联互通，因而不太可能实施封禁行为，即便实施了封

禁行为，也难以对市场造成明显的秩序性损害，至多

会对交易相对方带来个体性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

如果要施加平台经营者之间互联互通的强制性义

务，应主要针对具有显著市场地位的平台经营者。

2.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可将封禁行为分为针

对其他平台经营者的封禁行为和针对平台内经营者

的封禁行为。这种分类的规范意义在于，一个平台经

营者对另一个平台经营者的封禁，意味着二者的整

个产品线和服务体系———无论是竞争关系还是互补

关系———完全不兼容，以至于用户必须在两个平台

经营者之间“二选一”，这显然是对最低标准的平台

经营者之间互联互通的内在需求的背离，因而其行

为损害效果和违法性特征也更明显。相反，平台经营

者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的封禁行为，通常是对平台

内经营者某一款产品或服务的封锁、降维或劣待（并

非整个产品线不兼容），且往往是基于平台规则、自治

需要以及维护安全、保护消费者、惩治或应对违约违规

等正当理由而做出，因而其行为损害效果和违法性特

征相对较弱。当然，如果平台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

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恶意封锁、降维或劣待，那么平

台内经营者所受到的盘剥损害与前种情形下消费

者所受到的损害相比，也不遑多让（郝俊淇，2021）。

3.根据是否附加条件，可将封禁行为分为无条

件的封禁行为和附条件的封禁行为。这种分类的规

范意义在于，无条件的封禁行为是一种纯粹的、赤裸

裸的封禁，也即是说，尽管互联互通或开放交易可能

具有技术、经济上的可行性，但平台经营者特别是具

有显著市场地位的平台经营者未给予交易对方任何

协商谈判的机会，因而其封锁、妨碍交易对方的意图

和效果更明显，行为违法性特征也更突出。相反，附

条件的封禁，要么表现为因某些交易条款不合意或

被违背而导致封禁，要么表现为平台经营者虽不完

全封禁交易对方但对其附加跳转操作、延误时间、增

加成本、降低用户体验等措施。在此等情形下，彻底

的封禁并非平台经营者的目的，促使交易对方接受

表 1 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规制依据

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的发生机理和规制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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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遵守交易条款才是其本意，因而其行为损害效果

和违法性特征相对较弱。

4.根据竞争策略的不同，可将封禁行为分为进

攻性封禁行为和防御性封禁行为。这种分类的规范

意义在于，进攻性封禁行为，如自我优待、歧视性杠

杆、利润（质量）挤压、隐私政策搭售等，是平台经营

者寻求将其核心业务领域的市场势力或中介势力传

导至其他领域，意图实现双轮垄断。如果一个垄断是

不好的，那么两个垄断显然是更糟的，因而进攻性封

禁的行为损害效果和违法性特征更明显。不同的是，

在防御性封禁行为的情况下，平台经营者也可能实

施上述行为，但其策略并非是要扩张市场势力或传

导中介势力，而是以选择性导流等方式达到抵御和

限制竞争的目的，阻却其他经营者通过一体化整合

侵入自己的核心业务领域、削弱自己的市场地位。

由此可见，防御性封禁行为是通过提升竞争对手的

成本来维持市场势力或中介势力，并非是基于扩张

市场势力或传导中介势力来封锁、排挤其他市场的

竞争，因而其损害效果和违法性特征相对较弱。

5.根据交易的历史状况，可将封禁行为分为中

断性封禁行为和连续性封禁行为。这种分类的规范

意义在于，通过对交易状况和交易条件的历史比较，

有助于揭示封禁行为的合理性及违法性。在中断性

封禁行为的情况下，平台经营者停止了原本一直存

续的交易关系及开放合作关系，或者采取提升对方

成本或降低用户体验等方式使交易条件极度恶化。

此时，原本有利可图的交易关系和互利共赢的合作

局面被打破。如果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诸如情势变

更等合理理由，就意味着平台经营者很可能是基于

反竞争的目的而采取了某种违法性策略。相反，在

连续性封禁行为的情况下，由于互联互通或提供交

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利可图的或者不符合技术可行

性、经济合理性等，因而交易及开放合作关系自始就

不存在，或者交易及合作条件从未发生变化，此时很

难从历时性因素或历史交易状况中揭示行为的不合

理性及违法性。

6.根据影响创新的不同状况，可将封禁行为分

为创新阻碍性封禁行为和非创新阻碍性封禁行为。

这种分类的规范意义在于，创新阻碍性封禁行为，比

如某个具有“必需设施”属性的操作系统平台拒绝开

放其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使得依赖于该平台进

行创新的软件开发者，无法推出某款具有大量消费

需求的新产品或新服务。如果经过市场测试以及成

本收益等定量分析后发现，开放 API 所带来的创新

收益是压倒性的，那么对平台经营者施加强制性开

放互联义务就具有正当性。相反，非创新阻碍性封

禁行为意味着，交易对方不完全依赖平台经营者进

行创新，即具有其他替代性平台经营者可供其选择

和合作，或者经过市场测试以及成本收益等定量分

析后发现，交易对方基于平台经营者的产品或服务

所进行的开发、改进或生产并不能引发大量消费需

求，即创新程度有限。此时，强制平台经营者开放生

态反而有有可能损害竞争活力、创新和投资激励。

7.根据有无管制法上的一般性开放义务，可将

封禁行为分为具有管制法上一般性开放义务的封禁

行为和不具有管制法上一般性开放义务的封禁行

为。这种分类的规范意义在于，如果平台经营领域及

其细分领域的某项管制法律，如欧盟即将出台的《数

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 Act）对“守门人”平台

经营者施加了互操作的一般性开放或交易义务，那

么一旦其违反此种义务，即确定违法。进一步而言，

在管制机构怠于行使监管职责的情况下，竞争执法

机构也可在案件查处中，将管制法上的这种一般性

义务，作为判断相关封禁措施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行为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标准，从而转化

为平台经营者开放生态或提供交易的规范依据（时

建中，2014）。相反，如果管制法未对平台经营者创

设任何一般性开放或交易义务，那么要确立封禁行

为的违法性，就需要监管机构或竞争执法机构承担

更加繁重的论证义务和举证责任。

四、结语

平台封禁行为尽管表现形式多样，但从发生机

理上看，无不是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之间与流量获

取、流量分发、流量变现相关的封锁或妨碍行为。虽

然开放共享是互联网的核心精神，网络平台、信息产

品也具有互联互通的内在需求，但我国《反垄断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没有给

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施加一般性的开放或交易义

务。抽象地看，平台封禁行为同时具有合理和不合理

的两面因素。实践中，无论依据何种法律对其展开规

制，都需要区分不同平台类型、不同业务场景、不同

行为类别及其损害机理，对封禁行为予以类型化的

分析和个案化的处理。唯其如此，方能推动形成更加

健康多元的平台互联互通生态，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的倍增效益，我国互联网行业也才有望迎来下一波

红利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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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of Internet Platform Prohibitions
HAO Junqi and HU Jingjie

Abstract:Although there are various forms of internet platform lockdowns, they are all related to traffic
acquisition, distribution, and monetization among operator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ban on internet plat-
forms may be a means of self-defense or security measures, and therefore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rationality.
However, this behavior conflicts with the inherent needs of internet platforms and information product intercon-
nectivity, as well as the strategic pursui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et industry, and therefore
has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irrationality. Although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anti unfair competition law,
e-commerce law,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and other laws and regulations all have the basis for regu-
lating Internet platform blocking behavior, their illegality evaluation should not be generalized, but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platform types, different business scenarios, especially different behavior cate-
gories and damage mechanisms, and then conduct type analysis and case treatment of blocking behavior.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help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healthier and more diverse platform connectivity ecosystem.

Keywords:internet platform; prohibited behavior;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working

房地产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双支柱”调

控框架下，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抑制房地产上市企业

违约风险，在房地产行业紧缩时期“双支柱”调控对

于违约风险的抑制效应仍然显著。同时，企业的金融

资产投资可以作为部分中介解释这一机制。据此，得

出相应启示：

1.房地产企业管理层应重视金融资产持有。金

融资产投资作为衡量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方面，会对

房地产企业产生“蓄水池效应”，减少企业违约风险。因

此，房地产企业应重视金融资产的持有，将其作为增

加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重要方式。

2.继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宏观审慎政策

以及“双支柱”调控框架对于房地产企业的违约风险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在行业政策紧缩时也可

以起到相应作用。因此，监管层应继续坚持“双支柱”

调控政策，持续夯实其防范化解跨市场、跨部门、跨

机构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以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整体

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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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pillar" Framework, Financial Asset Investment and Default Risk Preven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real estate listed companies

ZHU Mande and ZHANG Liyun

Abstract：The main purpose of implementing macro-prudential policy is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to prevent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proactively, which make up for the shortfall of single monetary policy. Macro-pruden-
ti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constitute the “Two-pillar” framework.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on the default risk of real estate listed companies under the

“Two-pillar”framework, using the data of 119 real estat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20. The results in-
clude that macro-prudential policy can influence the investment in enterprise financial assets, then further re-
straining the default risk. Financial asset investment can inhibit enterprise default risk, which playing a

“reservoir”role. Therefore, for policy regulators, it should consider its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enterprises
risk when implementing macro-prudential policy. For enterprises, i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reservoir
effect”of financial assets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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